
 

地方政府建设开发区：左顾右盼的选择？*

邓慧慧1，赵家羚1，虞义华2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研究院，北京 100029；2.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开发区重复建设、无序扩张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文章

基于 2004−2014 年 100 个城市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以国家级经开区为例从空间策略互动视角

考察了地方政府热衷推动开发区建设的行为动机。研究发现：（1）中国地市级政府在建设开发区上

会充分参考“邻居”城市的行为作出自身决策，并且这种空间效应在地理距离相近的同级城市间更

为显著。具体而言，如果地理邻近城市平均建设 10 个新的开发区，本市往往会相应建立 5 个开发

区。（2）相对东部来说，中西部城市间在建设开发区上的空间策略互动更强，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影响。（3）进一步的经验检验表明，财政分权和中央政府主

导下的政绩考核带动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空间竞争，强化了地方政府推动建设开发区上的策略

互动。文章的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解释了“开发区热”的本质特征，揭示了地方政府合作困

境的根源。由此，应从政绩考核体制、财税体制、地方债务管理体制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严

格控制地方政府过度建设开发区的盲目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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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阐述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强调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开发区作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对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一个

独特视角。优化开发区的空间布局，促进资源高效配置，是在微观层面落实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国内外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开发区展开研究：一是分析开发区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关于

开发区发展绩效的经验研究在国际领域经常出现不一致的结果（Akinci 和 Crittle，2008；Busso 等，

2013）。基于发达国家的已有研究发现，开发区对劳动就业、经济增长、企业生产率等不显著和显

著为正或负的效果同时存在（Bondonio，2000；O′keefe，2009；Neumark 和 Kolko，2010；Givord 等，

2013）。在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文献里，郑海龙等（2001）、刘海燕和刘敬远（2009）认为考虑开

发区建设带来的成本后，经开区和高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经济总量的促进作用并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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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而最近的一些研究则证实开发区对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况伟大，2009；Wang，2013；Alder

等，2013；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基于微观层面的研究中，Schminke 和 Biesebroeck（2013），Lu 等

（2014）、Zheng 等（2017）发现，开发区政策使中国相应地区的就业、产出、资本水平、出口以及区内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总体而言，由于样本选择和估计方法的差异，结

论有所不同。

二是考察开发区建设（设立和升级）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开发区建设的原因看，社科院报

告认为是由于城市建设用地结构调整，我国的城市商业、住宅、道路用地不足，结果导致开发区

作为一种补偿的措施出现。国土资源部调查报告认为是由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导致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张，从而出现“开区热”的现象。李国武和侯佳伟（2011）研究了影响开

发区数量增长的因素，认为国家制度变迁因素相比预算约束、省际竞争对中国省级开发区增长

过程影响更大。Turner 和 Cassell（2007）基于美国 50 个州的开发区样本发现，开发区建设不仅受

到诸如本地制度因素、专家和政治精英观点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等内部因素的影响，还更大程度

上受到临近省份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Greenbaum 和 Landers（2009）认为，开发区企业和地方

政府的寻租行为是导致地方是否建设开发区以及开发区扩张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上述这两个视角的研究是相互联系的，同时也凸显出了探究的不足和新的研究问

题。一方面，现有研究关于开发区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但无法回避

的现实是，在开发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确定的背景下，为什么各地政府还在争相建设开发

区？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多从地方自身视角关注开发区设立的约束条件，往往忽略开发区设立决

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事实上，在长期存在的开发区过度建设的热潮中，各地区表现出明显的相互

攀比、相互模仿和相互竞争的特点。针对税收、市场分割的其他研究都表明，当一个地方政府面

临与其他地方政府的博弈时，“以邻为壑”的政策会是一个占优策略（邓明，2014），从这个逻辑而

言，开发区也可能是地方政府或官员为其利益进行博弈的重要工具和结果，从而使地方政府在

设立开发区的行为和决策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依赖性。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解释上述问题，本文把地方政府推动

开发区建设的行为置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从主体、利益、行为动机和约束出发综合考察

开发区建设的影响因素，并将这些因素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互动一起考虑，这是本文研究的

一个创新点。同时，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开发区承担

着引领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任，原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存在空间将会越来越小，创新

驱动的特征将会越来越显著。从区域间策略互动视角探索地方政府设立和升级开发区的内在动

因，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开发区数量过多、布局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同质化恶性竞争的根

源，为增强和发挥开发区功能优势，推动开发区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提供有益思路。

本文的主要发现是：地方政府在设立开发区时会充分地考虑和参照相邻地区的行为，并且

这种空间效应在地理距离相近的同级城市间更为显著。具体来说，空间相邻地区的开发区数量

每增加 10 个，本地区的开发区数量就会相应地增加 5 个。这种空间相关性具有区域差异，相对

东部而言，中西部城市对相邻地区经济活动的反应更加敏感和激烈。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

结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构成地方政府设立国家级经开区的约束条件，而地价水平与开发区

数量呈负相关关系，结合 2003 年开发区清理整顿和建设用地配置的区域偏向性，这个结果说明

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对开发区建设起了主导作用。中国当前基于地区分权、绩效评估

和官员晋升激励的体制过分强调 GDP 增长和财政表现，强化了地方政府建设开发区的策略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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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政府设立开发区的行为机理

很多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理解，还停留在发展问题即经济增长问题的层面，仍在有意无

意地践行着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快速取得 GDP 的增长。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要承担

相当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责任，这也激励了地方政府追逐本地利益。在地方政府的经验中，投资

是促使经济增长最简单快捷的路径，而开发区是投资的最佳载体和整合地方政府资源的最佳平

台。但是如本文引言所述，关于经济开发区究竟只是“噱头”和“泡沫”，还是真的可以显著推动

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助推器”，即对开发区的实际贡献并没有确定一致的结论。2003 年后在

国家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下的开发区清理整顿中，不少地区的开发区受政府引导的特征明

显，其本质是“地方政府以‘政策租’的竞争方式”来扎堆企业，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聚（郑江

淮等，2008；Zheng 等，2017）。

强调 GDP 增长和财政表现的根源是中国基于地方分权、政绩评估和官员晋升激励的体制

（周黎安，2004；徐现祥等，2007）。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官员要获得晋升，就必须在上

级对经济工作考核相关的显性指标上表现努力并被上级所识别。而仔细分析八项经济重点指

标：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规模、规模工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利用 FDI、出口、居民人

均收入，能够使这些指标快速增长的最好办法就是产业投资拉动，如果该经济逻辑成立，即设立

开发区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增长手段，那么从决策官员的晋升激励视角，地方政府会争相设立开

发区以提高在经济发展考核排名中的位次。在锦标赛似的政治晋升博弈中，一个地方官员的提

升会直接影响其他同级地方官员的晋升，因此，地方官员存在的“溢出效应”行为使博弈参与人

不仅只考虑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行为，还有激励参照其他竞争地区官员的行为而作出学

习、模仿或其他策略互动行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地方政府设立开发区的行为决策存在策略互动，表现为地区间开发区数量的正向溢出。

前述分析告诉我们，中国地区间包括设立开发区在内的经济行为存在策略互动，那么，影响

地区间设立开发区策略互动程度的因素又是什么？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进一步确立了财政分权

体制，强化了地方政府本身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和相互之间针对经济资源的竞争机制。同

时，一些既有文献也表明，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对资本的竞争不仅是导致地区间设立开

发区的重要原因，而且“中国式分权”衍生出来的政绩诉求和政治晋升博弈也是影响地方政府建

立开发区的重要激励条件。由此，我们提出命题 2。

假说 2：财政分权强化了地方政府设立开发区的策略互动。

接下来，本文将通过一系列严谨的研究设计来检验这两个命题是否成立。

三、开发区的地理分布特征

广义来讲，中国经济开发区主要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又称

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家旅游度假区、综合开发区、经济特区以及国家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它们虽都具有享受特殊经济政策的共同特性，但相互之间也有明显的差

别。狭义来讲，开发区（EZ）主要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

和边境经济合作区。其中：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ETDZ）在开发区数量中所占比重、对中国

GDP 的贡献，出口以及工业产出方面都超过了其他类型开发区，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下面我们

对国家级开发区的分布情况做一梳理。图 1 描绘出了 2016 年国家级开发区的地理分布。

截至目前，中国有 480 个国家级开发区，其中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219 个，国家级高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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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区 146 个，国家级高新产业开发区 63 个。从地理分布看，大多数国家级开发区都分布在

东部沿海地区。图 2 描绘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空间上的分布。

目前中国共有国家级高新产业开发区 146 家，是 2006 年高新区数量的近 3 倍，占国家级开

发区总数的 30% 左右。大多数的国家级高新产业开发区都位于沿海省份，华东和华北地区最

多，少数位于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

下面考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时空发展特征。为了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我国于 1980 年设立

了 4 个经济特区。1984 年 4 月，决定开放沿海 14 个港口城市，对这些城市在政策上给予了优惠

和扶植。在 14 个城市中，除北海和温州两市以外，批准了其他 12 个市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并

给予了类似经济特区的政策支持。回顾国家级经开区的增长过程，在时间尺度上表现为明显的

阶段性。1992−1997 年是国家级开发区的第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国务院第二批批准了营口、长

春、沈阳等 19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中 9 个在内陆省份。2003−2013 年是开发区的又一个高速发

展时期。大量的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入到国家级开发区的队伍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快

速增加。图 3 展示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理分布特征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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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家级开发区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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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国家级高新区与开发区分布　　　　　图 2　（b）国家级高新区的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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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2004 年国家级经开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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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b）2011 年国家级经开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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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2016 年国家级经开区分布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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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看，我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增长过程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从 2004 年到

2016 年，内陆省份的国家级经开区数量在不断增加，国家级经开区新增数量居前五位的省份分

别是山东、安徽、河南、山西和江西开发区的地理平衡倾向有较大幅度的加强。原因可能在于，国

家于 2000 年和 2006 年相继出台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针对这些区域的一系列优

惠政策，比如税收减免、财政转移支付、金融信贷支持、土地利用优惠等的实施及其滞后效应，结

果使得中西部开发区的数量明显增加。

总体来看，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在过去一些年热衷于设立开发区，带动一轮又一轮的“开发

区热”，而开发区数量在各地普遍增长的同时，也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分布差异。那么，如何理解国

家级开发区增长过程中表现出的异质性特征，以及开发区建设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更

进一步地，开发区过度建设的成因到底是什么？下文，我们通过空间计量模型，从地方政府间策

略互动的视角来解释上述问题。

四、开发区建设的动因分析

（一）空间计量模型和变量

考虑到开发区的形成本质上是动态的，最好有纵向数据来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政府的

动态交互效应。同时，为了减少可能的内生性偏差问题，我们使用空间滞后模型来检验开发区数

量增长的动因。开发区的空间滞后（自回归）模型（SAR）被设定为：

Zonei = α+ρWZonei +β1LP1i+β2LP2i+β3ceni+β4 poori+β5unempi+γZi+εi （1）

其中：Zonei 是因变量，表示城市 i 中的经开区的数量。W 是预定的 N×N 维空间权重矩阵，其中的

元素通常被解释为两个单位（本研究中的城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强度。按照惯例，权重矩阵

的对角元素被设置为 0，因为每个区域不与自身相邻。以往研究较少深入剖析地方政府设立开

发区决策中的策略互动行为，本文通过设定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来更好地识别地方政府间策略

互动行为的影响机制。其中地理距离是导致地区间设立开发区策略互动的传统途径，地理相邻

矩阵元素被假定为两个城市 i 和 j（i≠j）之间的距离的反函数。根据前文的分析，设立开发区策略

互动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标尺竞争，而杨其静和郑楠（2013）发现，市委书记、

市长的来源和去向几乎都在本省内，去中央部委和外省任职的仅占 2%。因此，本文设定同省矩

阵来考察地理距离较近的本省同行之间的策略互动。同省矩阵以是否属于同一省份来构造，是

取 1，不是则为 0。在稳健性分析中我们还使用了人均产出的空间权重矩阵。所用变量和计算方

法见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与计算方法

变量 变量含义 计算方式 数据来源

因变量：

Zone 国家级经开区的数量 地级市中的国家级经开区的数量 中国开发区网站、开发区公报

解释变量：

Lp 地价水平 地级市的平均土地转让费除以土地面积（万元/km2） 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Cen 财政分权程度 地级市财政人均支出与中央财政人均预算支出的比值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Fdi 招商引资竞争程度 地级市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当年 GDP 的比值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Pro 官员晋升 地级市市委书记的职位变动情况 地方政府网站①

控制变量：

Revenue 收入水平 地级市政府的自有来源收入除以该市的永久居民人口（元）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Teritary 三产占比 地级市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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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解释变量，Lp 被定义为城市的综合地价，用于确定土地价格和开发区之间的关系，在土

地财政驱使下，很多地方“用土地来开发土地”，土地价格与开发区数量直接相关。Cen 代表财政

分权指数，财政分权造成了地方政府间“为增长而竞争”和“为晋升而竞争”的强大激励。在此背

景下，地方可能会通过增加预算外资源，包括土地开发转让等来刺激经济增长，开发区成为地方

竞争的重要载体。我国政府各级行政机构实行党委负责制，市委书记全面负责各项工作，因此官

员晋升 Pro 变量我们以各市的市委书记职务变动作为代理变量，以正式的行政级别变化来定义

一个二元变量，晋升为 1，降级或平调为 0。

地方政府虽然有开发土地的冲动，但自身的经济实力或可支配的资源决定其不能无限制地

设立开发区，我们选取了收入、产业结构、道路密度、受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来表征当地的社

会经济特征，这些变量也构成开发区增长的约束。

本文搜集整理了有国家级经开区的所有城市 2004−2014 年的面板数据，并基于地价数据的

可得性和兼顾样本数量，最后选取了 100 个城市作为样本。以 2004 年为起点的考虑是 2003 年之

后，土地政策的导向是逐步压缩东部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和严格控制东部开发区审批，而“建设

用地指标和开发区的设立都倾向于中西部，体现了国家区域战略对开发区分布的影响”（向宽虎

和陆铭，2015）。所有变量的统计分析见表 2 所示。

续表 1    变量定义与计算方法

变量 变量含义 计算方式 数据来源

Road 道路密度 地级市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du 受教育水平 地级市高中及以上在校人数在城市人口中占比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GDP 经济发展水平 地级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①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其静教授提供 2004−2012年官员晋升数据，2013−2015年的官员晋升数据由本文作者收集整理。按照

杨其静、郑楠（2013）的数据处理方法，若市委书记上任发生在某年的 1月 1日至 6月 30日间，则该年即为其任期的起始年且该年份的经济增

长被视为其业绩；若上任发生在某年的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间，则其任期和业绩从下一年开始计算。比如，某市委书记在 2013年 7月 1日

之前（之后）上任，该年被（不被）视为其任期的开始年；那么在 2014年，他的任职时间 T=1年（0年），其有效业绩为 2013年的经济增长（无业

绩增长记录）；到了 2015年，T=2年（1年），其有效业绩为 2013年和 2014年的经济增长（2014年经济增长）。另外，市委书记的任职时间仅仅

计算其担任市委书记的年数，若官员在一个新职位上担任时间很短就发生职位变动，那么说明当前的职位仅仅是一个过渡性安排，因此我们

不计任职时间不足一年的职务。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Zone 1 100 0.647 0.964 0 6

Lnlp 1 100 7.238 0.842 5.278 10.241

Cen 1 100 6.571 4.959 1.076 52.76

Pro 946 0.128 0.335 0 1

Lnfdi 1 100 −3.927 0.971 −8.103 −1.928

Plc 1 100 12.991 4.289 1 21

lnrevenue 1 100 8.278 0.92 5.216 11.045

lntertiary 1 100 −0.829 0.259 −2.261 −0.24

lnroad 1 100 2.365 0.474 0.693 4.158

Lnedu 1 100 −1.95 0.382 −3.069 −0.987

LnGDP 1 100 16.535 0.991 13.863 1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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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间模型实证结果

表 3 报告了基于空间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

首先，本文所关注的核心变量即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ρ，其系数显著大于 0，且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中国市级政府间设立开发区的行为存在策略互动。本地政府选择

建设开发区时会充分地考虑相邻地区建设开发区的策略行为，临近地区的开发区越多，本地区

的开发区数量也越多。具体来看，基于同省矩阵的结果表明，空间滞后因变量的系数 0.171，如果

一个城市平均建设 10 个新的开发区，同省的其他地级市往往会设立约 2 个开发区。因此，中国

地市级政府设立开发区的行为决策确实存在“囚徒博弈”，从而验证了命题 1。

为进一步识别地方政府政治锦标赛效应，我们在基准模型 2 中加入政治晋升变量，发现地

区间开发区数量仍存在空间正向溢出效应，但政治晋升变量结果并不显著。这可能跟本文选取

的样本是国家级经开区有关。国家级开发区的审批权限在国务院，因此对国家级经开区的竞争

主要存在于省级政府之间。而根据杨其静和郑楠（2013）的研究，市委书记、市长的来源和去向几

乎都在本省内，去中央部委和外省任职的仅占 2%，可见市委书记的晋升竞争基本上是发生在本

省地级市同行之间，竞争对象的差异导致地级市官员政治晋升逻辑对国家级开发区设立的影响

不显著。

表 3    开发区设立策略互动的空间回归结果

OLS
模型（1） 模型（2）

SAR SAR SEM SAR SAR SEM

ρ − 0.171*** 0.146*** − 0.153*** 0.138*** −

− （0.038） （0.038） − （0.039） （0.038） −

λ − − − 0.147*** − − 0.128***

− − − （0.042） − − （0.043）

Lnlp −0.093 −0.085 0.002 −0.074 −0.21*** −0.114*** −0.208***

（0.058） （0.054） （0.053） （0.055） （0.041） （0.037） （0.042）

Cen 0.027*** 0.027** 0.027*** 0.024*** 0.04** 0.051*** 0.037***

（0.011） （0.01） （0.009） （0.01） （0.013） （0.013） （0.013）

Pro − − − − −0.001 0.001 −0.002

− − − − （0.035） （0.037） （0.036）

Lnrevenue −0.111* −0.131** −0.127** −0.108* −0.051 −0.084 −0.041

（0.066） （0.062） （0.058） （0.063） （0.071） （0.065） （0.072）

Lntertiary 0.396*** 0.343*** 0.441*** 0.342*** 0.407*** 0.545*** 0.41***

（0.12） （0.114） （0.111） （0.119） （0.114） （0.108） （0.119）

Lnroad 0.142** 0.116** 0.077 0.12** 0.08 0.03 0.083

（0.063） （0.06） （0.06） （0.06） （0.071） （0.069） （0.072）

Lnedu −0.306*** −0.248*** −0.257*** −0.248*** −0.232*** −0.204*** −0.235***

（0.067） （0.064） （0.064） （0.068） （0.067） （0.067） （0.071）

LnGDP 0.548*** 0.497*** 0.486*** 0.537*** 0.407*** 0.416*** 0.467***

（0.074） （0.071） （0.065） （0.071） （0.074） （0.061） （0.074）

省份虚拟变量控制 − Y N Y Y N Y

观测值 1 100 1 100 1 100 1 100 946 946 946

R2
0.2628 0.2692 0.2647 0.262 0.3143 0.3062 0.3084

似然值 Log-likelihood − −454.1 −687.05 −458.08 −349.18 −527.18 −352.2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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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考察影响开发区增长的其他变量。本文所分析的重要解释变量之一是财政分权

（Cen），其系数为正，且至少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在“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分

权强化了地方政府提高经济总量和财税收入的竞争，使他们有更强烈的动力去争取优惠政策、

资源，开发区成为资源竞争的最重要的载体和平台。可以说，区域间的竞争已主要表现为开发区

间的竞争。

另一个重要解释变量地价（Lp）在基准模型 1 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基准模型 2 中其系

数符号为负且通过检验，这个结果表明，综合地价越高的市级政府似乎拥有的开发区数量越少，

而综合地价低的城市的开发区数量相对更多。通常来讲，土地价格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是正向

相关关系，在“土地财政”的背景下，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那么相应地价越高，也越有

经济实力去设立、建设开发区。之所以得到地价越高，开发区越少这一看似反“经济逻辑”的结

论，其背后可能是“调控逻辑”在起作用。2003 年之后，土地政策的导向是逐步压缩东部地区的

建设用地指标并增加中西部建设用地指标，这些建设用地大多被中西部地区用来兴建开发区，

且 2003 年 7 月国务院对开发区进行的清理整顿政策中的地区偏向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中西

部城市以廉价土地作为竞争手段设立更多的开发区。这个意外发现呼应了本文关于国家级经开

区在东中西部地理分布的变化特征，也印证了陆铭等（2015 和 2017）关于“2003 年后偏向中西部

的开发区政策倾向造成资源配置效率恶化”的发现。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基准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分别从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设定、更换开发区新增

数量为因变量，添加滞后项等方面进行再检验。

w3 j = 1/
∣∣∣PGDPi−PGDP j

∣∣∣
首先，我们基于“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设定空间权重矩阵。“经济距离”通过城市 i 和城

市 j 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倒数进行衡量，即对人均收入差距大的城市赋予更低的权重，以考察经济

发展相近地区的竞争机制是否在开发区设立的策略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i≠j），否则为 0。扰动项 εi 独立同正态分布，均值为 0，方差为 σ2。“地理距离”则是基于各城市经

纬度计算的空间权重矩阵。

其次，在前文回归中，我们是以国家级开发区总数作为因变量的，为了保证本文研究结论的

稳健性，更改因变量为国家级开发区新增数量并作了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最后，为了控制某些经济变量存在的时间滞后效应，我们也加入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滞后项

进行了稳健性分析。稳健性分析的结果见表 4 所示。

表 4    开发区设立策略互动的稳健性检验

空间权重矩阵的再检验 更换因变量的再检验 加进变量滞后项的再检验（Multiple-imputation 估计）

经济距离 地理距离 开发区新增数量 被解释变量滞后 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滞后

ρ 0.092* 0.551*** 0.155*** 0.117*** 0.269***

（0.05） （0.068） （0.05） （0.037） （0.036）

Cen 0.026** 0.022** 0.012** 0.013 −0.008

（0.01） （0.01） （0.006） （0.009） （0.008）

Zone-1 − − − 0.388*** 0.45***

− − − （0.035） （0.0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控制 Y Y Y Y Y
观测值 1 100 1 100 1 100 1 100 1 100

R2
0.2662 0.2824 0.0449 − −

似然值 Log-likelihood −462.16 −436.94 160.75 − −
F 值 Model F test − − − 119.48 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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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相邻的空间加权矩阵与基准模型中同省矩阵的结果相近，

空间自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地方政府间在针对设立开发区进行策略互动时，不仅会受到

同省其他城市的影响，也受到与其发展水平相接近和地理相邻近的地区城市的影响。这两个附

加矩阵的回归结果见表 3 的前两列。基于地理权重矩阵的结果表明，如果一个城市平均建设

10 个新的开发区，与其地理临近的城市往往会设立 5 个开发区。通过考察三种权重矩阵下的估

计结果，发现地理相邻的同级政府间在设立开发区的行为上存在更显著的策略互动。关于地方

政府设立开发区中的空间正相关性的结论不受模型选择空间权重矩阵的影响，证明了结论的稳

健性，也说明了从空间策略互动视角研究开发区问题的必要性和科学性。

由表 4 回归结果可见，因变量空间滞后项与主要解释变量财政分权（Cen）均显著为正，同表 3

的回归结果一致。因此，即使是以开发区新增数量为因变量，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此外，

控制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滞后趋势后得到的结论依然稳健。

（四）进一步分析讨论

1. 开发区清理整顿政策的影响。2003 年后，国家加大了对全国各类开发区的清理整顿力

度，在开发区总量得到清理的同时，开发区和相应的建设用地供给明确被作为区域间平衡发展

的政策工具。中央政府对地价高的东部严格控制批准新的开发区，对地价低的中西部地区、东北

老工业基地的开发区，“在入园企业个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产业发展规模等具体审核条件上

给予了倾斜”（向宽虎和陆铭，2015）。说明开发区的增长并不完全是一个受自身资源约束支配的

自然增长过程，而是体现了国家政策的影响。

然而，东部有一些省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待遇上都更接近于中西部，例如辽宁因为属

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享受诸多的政策优惠，而河北则在地理上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更接近中部

地区。通过分析属于辽宁、河北两省城市的土地出让数据可以发现，在 2003−2014 年后两省土地

出让占比的均值（分别为 0.054 和 0.045）与整个东部地区土地出让占比均值（0.53）相差较大，且在

整体发展趋势上相左，说明中央对位于东部的辽宁和河北两省在土地分配上有所偏向，这与陆

铭等（2015）的研究结论一致。因此，为了更好地甄别 2003 年国家政策的影响，我们对删除属于辽

宁、河北两省的城市的子样本进行回归，并将时间跨度扩展为 2000−2014 年。检验结果见表 5。

表 5    考虑政策冲击的开发区设立策略互动检验

子样本（1） 子样本（2）

SAR SAR SEM SAR SAR SEM

ρ 0.231*** 0.204*** − 0.183*** 0.169*** −

（0.031） （0.03） − （0.036） （0.037） −

λ − − 0.213*** − − 0.112**

− − （0.034） − − （0.054）

Cen 0.027** 0.026*** 0.024*** 0.028** 0.027*** 0.028***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Wy×Dum_year − − − 0.025*** 0.018* 0.032***

− − − （0.009） （0.01） （0.0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控制 Y N Y Y N Y

观测值 1 500 1 500 1 500 1 500 1 500 1 500

R2
0.2559 0.254 0.2433 0.2722 0.2664 0.2613

似然值 Log-likelihood −552.64 −806.94 −561.09 −549.18 −805.23 −5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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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结果表明，在控制政策因素影响后，开发区数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仍显著为正，且空间

滞后项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Wy×Dum_year）为正，即在 2003 年国家政策实施后空间滞后项

呈现出强化效应。这表明中央政府的政策冲击的确会导致各地经开区数量在空间上的相关性，

但在控制其影响后，仍能证实命题 1，且政策的实施更强化了这种空间自相关性。

2. 开发区设立策略互动的分地区检验。为了考察开发区设立策略互动的地区差异，我们将

上述子样本城市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区域，分区域估计结果见表 6 所示。

由表 6 可见，东部、中西部地区的空间滞后因变量系数在 2003 年的政策冲击前不显著，即东

部、中西部地区城市间设立开发区的行为不存在明显的互动影响。但在政策冲击后东部、中西部

地区的空间滞后因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直接反映了政策冲击的显著影响，说明如果同级市级

政府的开发区数量增加，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的开发区数量会明显增加。其中，政策

冲击后中西部地区的空间滞后因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强于东部地区，表明中西部城市在 2003 年的

土地政策调整后地方政府设立开发区的空间策略互动更强。

3. 开发区设立策略互动的影响因素检验。我们已经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影响国家级经

开区设立的因素，并证实了地方政府在开发区设立行为中存在的策略互动博弈。接下来我们将

检验设立开发区策略互动的影响因素，以验证命题 2。影响机制的检验通过引入财政分权与地

方政府竞争程度的交互项来实现。首先，我们在空间计量模型中加入同省地级市数量检验这种

竞争的影响。一般而言，同省地级市的数量愈多，各地级市政府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就越大。另

外，外商直接投资是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通过开发区平台进行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

府竞争行为的主要表现。因此，我们加入实际利用外资占比以及财政分权和实际利用外资占比

的交互项来衡量省内地级市竞争的激烈程度对地方政府策略互动的影响。模型（1）−（3）分别在

基准模型的基础上纳入反映省内竞争程度的变量，以及反映招商引资竞争程度的 FDI 和财政分

权的交互项。模型（4）−（6）将模型更换为“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以进行稳健性检验。

由表 7 可见，同省地级市数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开发区数量更容易受本省的同级市的

影响而作出相似的决策。此外，无论是基于地理距离还是基于“经济距离”，财政分权系数均显

著为正，说明财政分权强化了地方政府在设立或升级开发区决策上的策略互动，命题 2 在地市级

层面是成立的。财政分权与 FDI 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说明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招商引

资竞争行为，进一步加深了财政分权对开发区数量的正向影响。随着财政分权水平的不断提高，

FDI 的引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地方政府在开发区建设上的策略互动，推动开发区数量的

扩张。

表 6    开发区设立策略互动的分地区检验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2000−2003 年 2004−2014 年 2000−2003 年 2004−2014 年

ρ 0.044 0.138** −0.036 0.154***

（0.152） （0.07） （0.086） （0.049）

Cen 0.048** 0.032* −0.045 0.007

（0.022） （0.018） （0.055） （0.0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2 363 204 561

R2
0.1239 0.3361 0.047 0.264

似然值 Log-likelihood 76.89 −221.25 137.7 −1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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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思考

建设开发区是地方政府经营辖区土地、参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研究中国开发区状况及

其变化是认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理解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尽管已有研究

作了不懈努力，但关于地方政府设立开发区行为动因的研究则很少，特别是没有给出明确的经

验依据。本文研究的主要探索在于利用空间面板模型，首次实证检验了地市级政府在开发区建

设上所展开的策略互动行为，确认了地市级政府间在考虑设立开发区时倾向于采取策略性行动

的证据。同时，通过构造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也得到了中国地方政府在设立开发区上进行

竞争的特性。主要发现如下：第一，中国地市级政府间设立开发区的行为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

这种地方政府间的策略互动不是绝对竞争，而是相对竞争，竞争的对象包括地理上临近的同级

政府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同级政府。本地政府在建设开发区的行为上会充分地考虑和参照

“邻居”的决策，如果相邻地区的开发区数量增加，本地区的开发区数量也会相应增加。这个发

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解释了“开发区热”的本质特征，揭示了地方政府合作困境的根源。第

二，在考虑 2003 年开发区清理整顿政策的影响后，地区间开发区数量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且中央政府区域偏向政策的实施强化了开发区设立的空间自相关性。在进一步考察开发区设立

策略活动的地区差异后，发现中西部城市的空间策略互动强于东部城市。而这种强烈的空间相

关性造成的中西部开发过度分散布局，不仅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还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

险。第三，对开发区设立策略互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经验检验后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

础设施、地价等因素都显著影响了开发区设立，构成了地方政府设立开发区的重要约束，但各地

开发区所经历的并不完全是一个受自身资源约束支配的自然增长过程，还是受到地方政府间策

略互动影响和国家政策调控的结果。进一步的经验证据表明，财政分权和地方官员政治晋升激

励下的招商引资竞争，强化了地方政府在开发区设立上采取竞争策略行为的动机。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

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

战略目标”，国务院文件也明确了开发区是先进制造业的聚集区和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但过度建

表 7    空间策略互动的影响因素检验

空间距离矩阵 W1 经济距离矩阵 W2

（1） （2） （3） （4） （5） （6）

ρ 0.155*** 0.166*** 0.168*** 0.094*** 0.1** 0.104***

（0.038） （0.038） （0.037） （0.048） （0.048） （0.048）

Plc 0.318*** − − 0.357*** − −

（0.107） − − （0.107） − −

Lnfdi − −0.011 −0.065** − −0.015 −0.069**

− （0.022） （0.029） − （0.022） （0.029）

Cen×Lnfdi − − 0.017*** − − 0.017***

− − （0.006） − − （0.006）

Cen 0.028** 0.027** 0.089*** 0.025** 0.027** 0.085***

（0.012） （0.012） （0.024） （0.012） （0.012） （0.02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100 1 100 1 100 1 100 1 100 1 100

R2
0.288 0.2806 0.285 0.286 0.2789 0.284

似然值-Loglikelihood −440.97 −445.29 −441.11 −447.06 −452.38 −4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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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开发区不能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也加大了地方政府特别是中西部地区

的债务风险。在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和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仍有很强的动力互相攀比建

设开发区。另外，中西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足，对增长的愿望更迫切，当其他地方通过设立开发

区争取资源、优惠政策时，本地政府必须同样参与到激烈的开发区竞争中，以提升本地经济的相

对水平。而 2003 年以后国家在开发区设立和土地指标上的区域激励和偏向政策助长了地方政

府的土地开发冲动，强化了中西部地方政府间的策略互动，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恶化，推高了地

方债务风险（陆铭，2017）。

要真正打破地区间开发区建设上的盲目竞争格局，应当改进和完善当前对地方政府的政绩

考核体系，破除 GDP 的指挥棒，并进一步明确分权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划分，从

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盲目建设开发区的激励机制。在完善分税制和政绩考核机制的基础上，政

府应进一步规范地方举债机制，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的预算硬约束，抑制和弱化地方政府的投资

冲动。在十九大报告明确的“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

场规则”要求下，中央政府应鼓励地方政府从优惠政策和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深化改

革和创新驱动的新发展理念，促进开发区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进

一步发挥重要作用。

　　*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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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Development Zones by Local
Governments: A Looking-around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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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Summary:  Xi Jinping’s report to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rofoundly expounded that ‘China’s

economy has shifted from high speed growth stage to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emphasizing the imple-

menta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promote local economic

growth and national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the development zones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and also provide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local

governments’ behavior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de. The repeated construction and disordered expan-

sion of development zones are the severe problem that has plagued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for a long time. Based on the data of 100 cities from 2004 to 2014，the spatial panel model is

used to study the motiva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velopment zones by the local govern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trategy interaction. It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s as follows：firstly，the local govern-

ments fully consider and refer to the decisions of their ‘neighbors’ when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evelop-

ment zones into account；if the number of adjacent development zones increases，the number of local develop-

ment zones increases accordingly，explaining the nature reason for repeated construction of development zones

to a certain extent；secondly，after investigating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strategic activities in the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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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zones，we find that the spatial strategy interaction of constructing development zones is stronger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ities than that in the eastern cities；the scattered distribution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de-

velopment zones causes the waste of resources and reduces the factor allocation efficiency；thirdly，industrial

structure，infrastructure，land prices and other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evelop-

ment zones，and constitute important constraints on setting up development zones by local governments；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zones is not a natural growth subjecting to resource constraints，but a result of regula-

tion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interaction and national policy control；fourthly，further empirical evid-

ence shows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competition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under the incentive of

political promo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have strengthened local governments’ motivations for competitive

strategi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development zones. Consequently，effective reform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aspects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fiscal and tax system，and local debt management system，

so as to strictly control the blind competition of excessively constructing development zones among local gov-

ernment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local governments to shift from economic growth mode

driven by preferential policies and factor input to new development mode driven by reform and innovation.

Hence，local government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upgrading of development zones，and further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strategic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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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of affected manufacturing firms. Each additional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rade protection measures

leads to a reduction in the export of affected firms by about 17%，and an increase in the intensity of trade pro-

tection measures by 1% results in a reduction in the export of affected firms by about 52%. Secondly，the in-

hibitory effect of foreign trade protection measures on manufacturing export is realized by reducing the quant-

ity and quality of export. Thirdly，trade financing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marginal impact on manufacturing

export，while trade remedies are the most protective trade protection measure for manufacturing export.

Lastly，trade protectionism is more obvious for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single-product enterprises，homo-

geneous products and intermediate goods exports. In short，this paper expands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 three as-

pects：firstly，it uses firm level data to quantitatively identify the impact of trade protection measures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and the conclusion is more reliable；secondly，the use of trade protection intens-

ity to characterize the extent to which enterprises are affected by trade protection measures effectively over-

comes the problem tha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rade protection measures on export is underestimated. Thirdly，

it employs the method of bilateral t-test and cluster analysis to identify which foreign trade protection meas-

ure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Chinese manufacturing export，and further examines the differentiated effect

of foreign trade protection walls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 and its impac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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